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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代表障礙者？

障礙者代表的政府參與及其在公民權上的意義 *

摘  要

障礙者如何在政治體制中取得代表與發聲，是障礙者政治參與的重要議

題。本研究討論臺灣各級政府身心障礙委員會的制度運作、障礙者代表比例與

產生方式。研究方法包括文件分析、焦點團體與深入訪談。

本研究指出，過去臺灣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身心障礙相關委員會，障礙者本

人代表的比例非常低，且代表者多為肢體障礙者，遴選的標準不明。公部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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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者參與上，並沒有強調障礙者參與公共事務，所應該提供的無障礙 /可及

性與支持。臺北市的障礙者代表直選模式，透過增加名額與直選讓障礙者本人

的代表比例增加，並強化選舉機制的公平性。然而，直選的執行方式仍被障礙

者質疑。

本研究認為，要落實身心障礙人權公約的精神，應該強化相關委員會遴選

機制的公正性，增加障礙者代表的比例，培力障礙者本人主導的倡導團體，並

落實障礙者參與公共事務的無障礙 /可及性。一個民主、多元，且能無障礙 /

可及的政府委員會將有助於障礙者公民權的保障。

關鍵詞： 《身心障礙者人權公約》、政治參與、無障礙 /可及性、障礙者團體、

政治與公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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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動機與目的

沒有我們的參與，不要為我們做決定①（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是

國際障礙者權利運動的共同訴求（Charlton, 2000）。這樣的訴求來自於過去（身

心）障礙者（以下簡稱障礙者）被認為是無能力的個人，常被專業代言，被父

母、照顧者或是相關專業人員決定的歷史背景；同時，在一般政治參與的管道

中，障礙者的身心差異很容易被忽略，導致障礙者被排除在公共事務的參與之

外。障礙者的政治參與和政治代表性是過去臺灣社會很少被深入討論的議題。

《聯合國身心障礙人權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以下簡稱 CRPD）第 29條「參與政治與公共生活」，明訂「締約國

應保障身心障礙者享有政治權利，及有機會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享有該等權

利」。換言之，CRPD第 29條將政治參與公共生活分兩大層面，第一款主要關

注的是選舉投票權，包括障礙的投票權與參政權。和一般人的選舉權相較，障

礙者容易碰到的問題是選舉過程中文化、資訊的障礙，這包括缺乏手語、點字、

易讀版的選舉資訊，還有投票時面對的障礙，包括投票所的無障礙。還有權利

能力的認可，也就是和一般人一樣有選舉與被選舉的權利，不因為障礙而被歧

視。除了議會民主的政治參與之外，CRPD同時強調其他公共事務包括非政府

組織的參與，以及各級公共事務與政府組織的障礙者代表（衛生福利部社會及

家庭署，2016a）。

「沒有我們的參與，不要為我們做決定」的口號響亮，問題是：誰是我們？

哪一些才是「我們」（障礙者）的事？誰能代表異質性很高的障礙者？障礙者

參與的政治意涵為何？障礙者的政治參與需要什麼樣的制度設計與調整？過去

已經有不少研究關注障礙者的投票、政治參與、以及公民團體的參與，本研究

目的有三：

① 也翻成，「我們的事，我們參與」或是「所有關於我們的事，都要有我們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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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檢視臺灣過去中央與地方政府，障礙相關委員會的制度設計與變遷，

特別是障礙者本人代表的人數與比例。

二、探討障礙者團體與相關政策執行者，對障礙委員會代表性與委員產生

方式的看法，並討論臺北市直選制度的意義與侷限。

三、透過文獻檢視以及臺灣的現況，提出對障礙者參與政府機關委員會的

制度建議。

貳、文獻回顧

政治參與是現代國家體制下，公民表達個人權利主張與制衡國家力量的重

要機制。過去障礙研究的焦點常放在障礙者的社會權與文化權。障礙者的公民

權利，和一般人一樣參與政治的權利所面臨的「障礙」反而被忽略（Guldvik, 

Askheim, and Johansen, 2013; Knight, 2015; Meekosha and Dowse, 1997）。在過

去政治參與的討論中，障礙者是「被忽略的社會經濟變項」（Priestley et al., 

2016）。

Priestley等人透過人權指標的發展，檢視在歐洲國家中障礙者政治參與的

推動情形。該研究指出透過 CRPD的人權指標，歐洲各國在政策結構與政治過

程上都有一些針對障礙者政治參與所做的改變，但是努力還是不夠。在政治參

與上，除了選舉權的無障礙 /可及性設計以及政黨納入障礙者，政治參與應該

擴張到參與會議、連署請願、實際參與政治抗爭與新社會運動。而政府與公民

的關係可透過參與公共行政體系，以及網路上的政治投入增強。更可以將所謂

的使用者選擇政治化（Priestley et al., 2016）。

障礙者的選舉與投票行為已經累積相當的研究，這些研究檢視障礙者投

票時遭遇的障礙，以及影響投票意願的各項因素（Schur, Shields, and Schriner, 

2005; Schur and Adya, 2013；游清鑫、林聰吉，2013; Mattila and Papageorgiou, 

2016; Powell and Johnson, 2019）。障礙者的參政上，Guldvik、Askheim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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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ansen（2013）指出，有障礙身分的地方議會議員比例偏低，且開會的物理

條件和組織並沒有針對障礙者代表做調整。Guldivk和 Lesjø（2014）指出，在

政治的代表性上，障礙者是被忽略的，各政黨沒有將障礙人士視為與政治代表

性有關的社會群體。

除了鼓勵障礙者參與公共事務與政府組織之外，公部門的組織該如何兼顧

障礙者的代表性，是本研究將進一步討論的議題。以下將回顧臺灣障礙者的政

治參與脈絡，並討論障礙者代表性以及政治參與如何兼顧障礙的多元差異。

一、障礙者的肯認政治

障礙者作為被壓迫的社會群體所應該得到的關注，在近年來的政治哲學、

障礙研究與障礙者權利運動中被廣泛的討論。Young（1990）用被壓迫的社會

群體，來討論障礙群體在當代正義理論的位置。Iris Young指出，規範性理論

和公共政策應該要消除以群體為基礎的壓迫，支持社會差異而非消除社會差異

的存在，也因此她主張在民主的公共場域，應該有群體代表的規定以及支持群

體差異的政策。Nancy Fraser（2003）的正義理論更進一步強調一個公正的社

會包含：分配正義（公正的資源分配）及肯認（recognition）（個人平等的社會

價值）。其正義模型基於參與平等（participation parity），所有人參與社會的價

值都是一樣的。參與平等需要客觀的先決條件（資源分配的公平，保障障礙者

的獨立與發聲），及互為主體的先決條件（詮釋與評價上，公正的文化模式，

制度化地表達對所有人的尊重，保障獲得社會尊重的機會）。Fraser這樣強調

肯認障礙的差異，同時強調物質基礎的分配機制的論證被大量引入障礙研究的

分析（Danermark and Gellerstedt, 2004; Guldvik and Lesjø, 2014; Humphrey, 1999; 

Kimberlin, 2009; Knight, 2015）。

而在代議政治的參政權上，許多學者探究何種制度比較能有效彰顯少數群

體的權益時，最常出現的是「描述性」和「實質性」代表的討論。描述性指代

議士要跟選民具有相同的身分背景，實質性則是重視代議士的行動，有沒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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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反應選民的需要。在多元文化脈絡的討論下，許多學者相信描述性代表是重

要的，因為相似背景身分的人比較能理解所屬群體的需求，且他們的存在常較

有利於溝通和取得群體的信任。但也有學者指出，代議士的身分要能「完美」

代表選民是有困難的，更重要的應該是檢視代議士的行為，是否實質代表不

同選民的需要（楊婉瑩，2001; Banducci, Donovan, and Karp, 2004；黃奕維，

2016）。這些討論在探究障礙者的政治參與是重要的，是否只有障礙者才能代

表障礙者權利運動？障礙者是否必然有障礙者權利意識？如何定義障礙者權利

意識也曾引起爭議（Drake, 1997; Branfield, 1999; Crowther, 2007; Beauchamp-

Pryor, 2011）。再者，障礙群體內部存在不同損傷的異質性，發展出不同的文

化認同，他們如何在參政上都能被充分的代表，也是值得思考的議題。在臺灣

的代議政治中，原住民的選舉制度是國內少數族群參與政治的經典例子。事實

上臺灣原住民族群之間也有明顯的不同，但政府基於行政便利，選舉制度中只

把原住民族群分為平地原住民和山地原住民，忽視族群之間的差異（包正豪，

2013；高德義，2014）。包正豪（2013）的研究發現這個制度，會造成大族的

聲音比較容易被代表，影響族群之間的和諧。但如果全數保障所有原住民族群

的代表名額，會加劇既有的超額代表現象。因此在這裡又可看見「實質代表」

仍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尤其是少數群體內部存在明顯差異，但又須兼顧所有

群體代表名額比例的時候，他們的聲音和權益如何在制度中被有效彰顯，需要

進一步的思考和探討。

障礙群體和原住民群體不同，原住民是多個族群或種族，內部擁有血緣關

係和文化傳統的群體；障礙群體則是被視作一個社群，是現代性的產物（張恒

豪、蘇峰山，2012）。在權利運動以前，障礙者很難把自己視為一個統一群體

的一部份。在英（社會模式）、美（權利運動）影響下的障礙者權利運動，才

產生了一個新的集體認同（Kimberlin, 2009）。障礙文化的學者也是倡議者，

Brown（2003）曾指出，障礙者的共同經驗，是被壓迫的經驗。張恒豪（2016）

也指出臺灣障礙者運動應該要正視障礙者被壓迫的歷史，強化不同群體的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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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培養權利意識，累積正向經驗，才可能形成障礙的集體認同。障礙者權利

運動不只是一個強調文化與認同的運動，更是強調公民權與分配正義的運動

（Beckett, 2006）。障礙群體本身的高度異質性，更是必須被關注的議題（Guldvik 

and Lesjø, 2014）。肯認政治要更細緻地理解健常能力偏見（ableism）造成的不

平等，特別是民主參與過程中的溝通與翻譯，必須關注障礙者不同的溝通與理

解方式（Knight, 2015）。因此，肯認政治在實際政治制度的設計與運作上的實

踐，還有更進一步深入分析與論證的空間。

二、誰代表障礙者？慈善團體、專家政治與障礙者的組織

障礙權利運動發展的脈絡，「專家」與慈善組織的角色對障礙者社會運動

的影響是廣泛被討論的。從社會模式的觀點、專家（包括醫療與社會福利相關

專業人士）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將障礙者定義為「問題」，並製造依賴的

幫兇。國家治理技術透過專業的擴張，將障礙者變成資本主義體系下的依賴者

（Oliver and Barnes, 2012）。也因此，障礙者運動要自專家知識壟斷中解放就

成了重要的課題。美國傳統的自立生活運動就充滿了對抗專業壟斷的色彩（張

恒豪、周倩如，2014）。慈善組織（charity organization）在這裡泛指，非政

府、非市場的組織。在缺乏福利服務的國家中，慈善組織扮演了支持障礙者生

存與生活的重要角色。然而，隨著福利體制的改變與障礙者權利意識的興起，

承接政府提供服務計畫的慈善組織的角色以及服務輸送與照顧關係中的權利關

係開始被挑戰，一方面質疑慈善團體被國家體制統合，二方面質疑組織作為服

務的管理者和障礙者個人權利的保障有利益上的衝突（張恒豪，2011; Chang, 

2017）。

除了慈善組織，還有倡導障礙者權利的公民團體，CRPD通常用公民團體

組織（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來統稱。有的慈善組織同時扮演權利倡議的

角色，也有不提供直接服務的權利倡導團體，如障盟就是不同障礙團體的聯

盟性組織。在這樣的脈絡下，障礙權利運動組織可分為「倡導障礙權利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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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與「障礙者（自我倡導）的組織」（簡稱障礙者的組織）；前者為障礙者

倡議（“for”disabled people），後者強調障礙者的自我組織與倡導（“of” disabled 

people），這兩種不同的組織可能並存，也可能有明顯的利益衝突（Scotch, 

1989）。舉例來說，提供服務的醫療或社工專業人員，有可能在照護流程和管

理上，和障礙者的組織有不同的主張。障礙者的父母將障礙者視為永遠像兒童

一樣，即便障礙者已經是成人，不尊重成年障礙者的意見更是常見。

Oliver（2009）就特別強調「障礙者的」運動，強調障礙者在運動中的角色，

以及和其他宣稱倡議障礙權利的組織作出區別的重要性。他認為大型慈善組織

為障礙者發聲（speak for disabled people）將會弱化障礙者並改變障礙者的政治

目標。也因此，慈善組織、家長團體和障礙者的組織之間的競合關係，以及代

表權的爭奪，成為障礙者政治參與的重要議題（Oliver and Barnes, 2012）。國

際上也用障礙者的組織（disabled people’s organization, DPO）來指稱以障礙者

為主的團體，並和其他倡議障礙權利的公民團體作區分。

然而，由障礙者本身主導就能免除專業的壟斷嗎？英國的經驗進一步指

出，障礙者的運動在英國障礙政策推動，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在 1990

年之後，隨著第三條路的風潮，許多障礙者的團體也開始承接政府的社區照顧

計畫。雖然障礙者團體本身越來越專業化，卻也導致障礙者倡議聲音的弱化，

被國家體制收編，這樣的政策也同時促進大型慈善機構的興起，小型障礙者團

體被邊緣化（Priestley, 1999; Oliver and Barnes, 2012）。Shakespeare（2006）就

認為不能只看團體是否由障礙者主導，障礙者主導的團體不一定比慈善團體或

是官僚體制有效率，而且障礙者主導的團體也可能違背障礙者權利。因此，障

礙者的權利倡導還是要強調障礙者權利意識與障礙者的解放，同時障礙者團體

必須同時和慈善團體、國家體制對話，找到自己的位置。換言之，障礙者的倡

議與主導固然重要，只是讓障礙者組織處理障礙者的議題顯然不能解決所有的

問題。障礙者要如何維持發聲，同時和專業團體、國家體制互動，成為重要的

障礙政治議題。臺灣過去的相關法令上統稱「身心障礙團體」，並沒有區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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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服務的慈善組織、「倡導障礙者權利的組織」以及「障礙者的組織」。本文

在法令上沿用「身心障礙團體」的用詞，在分析上會用「障礙團體」作為各項

障礙相關團體的通稱（包括服務提供、權利倡導），而障礙者的組織強調障礙

者主導的團體和其他團體的區別。

從 2000年中期開始，臺灣受國際障礙者自我倡導風潮的影響，障礙者的

組織開始興起。過去的障礙者權利運動團體固然也有障礙者的加入，新一波的

障礙者運動團體，如臺北市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簡稱行無礙）、臺北市新活

力自立生活協會（簡稱新活力）開始強調障礙者的自我倡導，引用國際自我倡

議組織的標語，透過網路連結，開始組織不同型式的障礙者抗爭，以障礙者的

公民權利為訴求（張恒豪，2015）。智能障礙者的自我倡議也從 1990年代中

期開始以友伴團體的方式先在各地成立「智青團體」，2009年由智能障礙者家

長總會（智總）邀請各地團體開始正式自我倡導議題聯盟，並提出自我倡導的

概念（王育瑜，2015）。換言之，從智青團體的發展我們已看到家長與專業團

體也可能成為支持障礙者自我倡議的推動者。特別是心智障礙者，需要高度支

持與轉譯的自我倡議團體。雖然 CRPD保留心智障礙者可以由家長代表的選

項，實踐上，智能障礙者自我倡議，進入各級政府的委員會已經在許多國家如

日本、澳洲、紐西蘭等國實踐。紐西蘭的智能障礙者 Robert Martin，曾經是國

際融合協會（Inclusion International）的委員，在 2016年被選入聯合國 CRPD

委員會，成為有史以來第一個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智能障礙者代表（Inclusion 

International, 2016）。

三、身心差異與無障礙 /可及的公共事務參與

有障礙者本人代表進入公共政策的討論，並不一定表示障礙者的聲音能被

完整呈現。障礙者加入政府的決策與執行過程需要一定的制度設計。如 Nancy 

Fraser（2003）的提醒，平等參與需要同時兼顧客觀條件的差異，這不僅是階級、

文化的溝通能力，就障礙者而言，這是平等的參與必須同時兼顧障礙者的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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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在參與上的「需求」，而不是有障礙者本人加入即可。Sépulchre（2018）

和Waldschmidt 與 Sépulchre（2019）指出公民權對障礙者是把雙面刃，一方面

公民權帶有國家成員的神聖性，強調權利與義務，要求公民積極善盡社會契約

（例如參與就業市場）的意涵，是一種健常能力（ableism）的霸權，會有排除

障礙者的效果，因為公民權的享有取決於人們所擁有的能動性多寡而有不同；

另一方面，公民權也是障礙權利運動中，倡議平等、融合社會的有效工具。

Meekosha與 Dowse（1997）指出在女性主義的討論中也幾乎排除了障礙經驗。

Waldschmidt與 Sépulchre（2019）認為，應將人權的概念放入公民權，互補公

民權與人權的不足，才有改善障礙者公民處境的可能。換言之，兼顧身心差異

的無障礙 /可及性（accessibility）的公共事務對話過程，就成為實質讓障礙者

參與公共事務溝通的必要條件。

澳洲智能障礙者參與澳洲政府顧問委員會的經驗就指出，參與各級政府顧

問委員會的智能障礙者都有自我倡導的背景，且得到各種不同的實務上的支

持。不過，一個支持的合議環境是智能障礙者覺得最需要的。因此，要讓智能

障礙者有意義地參與這些委員會，顧問委員的討論氛圍、結構與過程，必須調

整成適合智能障礙者的方式（Frawley and Bigby, 2011）。從障礙者組織的觀點，

Smith（2003）指出名義上澳洲政府宣稱納入障礙者參與政府運作的機制。然

而，障礙者在政府政策決定與制訂的過程仍然處於邊緣化的位置，因為障礙者

的自我倡議團體常用的倡議策略，雖然吸引媒體注意，顛覆空間的使用，但是

扁平的組織結構、缺乏政府的資源支持，成員人數太少且包含非障礙者，讓他

們對政府直接的影響力削弱。

換言之，政府單位的委員會針對障礙者參與的制度設計與環境條件，障礙

者組織的特性都會影響障礙者參與政治與公共生活的實質效果。障礙者如何參

與公共政策與政府委員會的學術研究並不多。以上研究至少讓我們看到在政府

組織部分，必須考慮針對障礙者的參與做適當的調整，並營造障礙者參與的合

議氛圍。而障礙者組織部分，組織的專業化，資源與更多障礙者的投入障礙者

的組織，都是必須考慮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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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灣障礙者的政治參與經驗

障礙者的參政權在臺灣障礙者權利運動史上曾經引起高度的公眾關注。伊

甸的創辦人，也是中華民國殘障聯盟（現為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簡稱障盟）

的重要推動者劉俠，在臺灣障權運動發展的初期，於 1989年預計參加立法委

員選舉，卻因為學歷限制而無法參選，引發關於障礙者在教育上受歧視與政治

上缺乏代表性的議題。該案最後申請大法官解釋，而於 1992年作成釋字 290

號解釋，該解釋雖然認為考選部及法院判決並沒有違憲，但是也強調立法機關

制定法律時，仍應考量就學有實際困難之障礙者（劉俠，2004；張恒豪、嚴詩耕，

2011）。

臺灣並不是沒有障礙者參政，擔任民意代表。因政治車禍導致行動不便的

吳淑珍，曾在 1986年代替因蓬萊島雜誌案入獄的陳水扁，當選立法委員。國

民黨有患小兒麻痺的徐中雄從 1992年開始當選臺中縣立委，不僅連任五屆，

後來擔任胡志強任內的臺中市副市長。新黨也曾經提名智能障礙者家長當選第

三屆國民大會代表，視障的鄭龍水當選新黨不分區立委。彭明敏在 1996年代

表民進黨參選總統，民進黨更先後提名障盟患小兒麻痺的王榮璋、智能障礙者

家長代表陳節如，也都曾當選不分區立委。國民黨提名漸凍人楊玉欣當選不分

區立委等。

障礙的標籤在臺灣選舉的過程曾經引起議論，例如彭明敏在 1996年代表

民進黨參選總統，他因為戰爭而被炸傷的手也曾引起「彭明敏只有一隻手不配

當總統」的謠傳，而之後陳水扁參選時，也有「陳水扁的某，吳淑珍坐輪椅沒

資格當總統夫人！」的說法（吳錦發，2001）。而號稱患亞斯伯格症的柯文哲

當上市長，障礙從一個被隱蔽、不應被考慮的、政治受難的，變成為指認的，

甚至被論述為另一種優勢，或是成為犯錯的藉口是值得反省的轉變。當然，這

過程涉及障礙的差異、時代的變化，以及其他各種因素的符號政治。如果我們

以障礙者的民意代表變遷來看，臺灣從有障礙的政治受難家屬代表、地方勢力

的代表參與地方選舉，到政黨提名障礙者為不分區立委代表，表面上臺灣的政

黨似乎逐漸重視身心障礙者（以下簡稱障礙者）的政治代表性。但是，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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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兩大黨直接放棄提名障礙者入不分區，而其他政黨雖有提名，但也沒有

讓任何一個障礙者或長期耕耘身心障礙權利議題的代表進入立法院。2015年舉

辦的公民憲政會議草根論壇的「民主無障礙：障礙者之政治參與與選制改革」

論壇就討論過，婦女（性別）有保障名額，原住民有六席，而障礙者完全沒有

法定的參與保障（公民憲政會議草根論壇，2015）。然而，障礙者如何被代表，

卻沒有一定的共識。

從以上的文獻回顧我們可以看到，障礙者作為一個社會群體的肯認政治受

到越來越多的關注，障礙身份從社會救助的對象，轉變成被壓迫的團體，倡導

平等的政治參與。而過去臺灣的政府體制雖然有納入障礙團體代表，卻沒有

區分提供服務團體、倡導障礙者權利的組織與障礙者的組織。而臺灣的政治民

主化過程中，政治參與的制度設計對障礙者政治參與的保障與制度設計不足。

張恒豪與顏詩耕（2011）指出，隨著民主的轉型，各級政府開始設立身心障礙

者委員會，納入身心障礙組織的聲音進入公部門。然而，委員會的代表性以及

功能卻沒有被細緻地檢視。本研究將分析臺灣過去各地方與中央層級的障礙者

參與機制，參與的障礙團體的特性，並透過焦點團體與關鍵人物深入訪談討論

臺灣障礙者團體參與政府諮詢機關的困境，最後提出強化障礙者政治參與的建

議。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多元方法，包括文件分析、關鍵人物訪談、焦點團體，檢視目

前臺灣障礙者參與不同層級政府委員會的機制、現況與操作上面臨的困境。

一、文件分析

本研究將分析障礙者政治權的相關文件，並比較障礙者代表性的政治制度

設計。本研究將分析臺灣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身權委員規定與組成的沿革，包

括障別分布是否集中在特定障別？障礙者、家長、專業人員參與的狀況，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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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障礙者參與比例的規定？（見附錄一、各級政府身權小組章程與成員資

料來源）。②

二、焦點團體

焦點團體參與對象以障礙者為主，並與障礙者直接溝通或討論方式收集其

政治參與及可行方式之意見。同時為了兼顧差異性，針對不同區域、障別與性

別之障礙者為邀請對象。焦點團體的參與者亦邀請障礙政策規劃領域，及熟悉

CRPD之專家學者與政府單位參與焦點團體，以促進障礙者與專家學者對該議

題之對話，並實地收集專家學者對於身心障礙政治參與之看法與意見（見附錄

二、三：焦點團體場次地點、時間、參與障礙者背景資料以及訪談大綱）。執

行方法為：

（一）檢視各縣市身心障礙者權益小組委員名單，邀請本身為障礙者之委

員參加各場次之焦點團體，並主動致電至其障礙團體或由政府單位協助邀請。

（二）檢視各縣市參與公共事務活躍之障礙團體（如參閱網路資料、由各

縣市之障礙團體引薦等），並致電予相關障礙團體，詢問是否有本身為障礙者

之會員或幹部對本焦點團體或議題有興趣，並邀請其參與。③

焦點團體資料分析以錄音機進行訪談內容錄音，並謄寫逐字稿，進行質性

② 本文附錄以電子版本呈現，請參考本刊網頁（第 17卷第 2期）http://www.tfd.org.tw/
opencms/chinese/publication/quarterly/。

③ 研究團隊執行的助理於致電過程、寄送 email或紙本邀請函時，會主動詢問焦點團體參與
者之需求，並針對不同障別之身心障礙者需求於會議中提供手譯、聽打、簡易說明版會

議資料、點字文件與遠程交通補助費等服務，同時也特別選擇輪椅可進出之無障礙場地，

並考量無障礙廁所之使用需求。本研究所辦理之焦點團體，合計共申請 6名手語翻譯員、
2名聽打服務員、3份點字文件，以及使用遠程交通補助費共 7名，共完成四場次（高雄
市與臺中市各一場次，臺北市兩場次）的焦點團體共計 35名障礙者。

 研究助理於致電過程、寄送 email或紙本邀請函時，會主動詢問參與者之需求，並針對不
同障別之身心障礙者需求於會議中提供手譯、聽打、遠程交通補助費與個人助理支持服

務費用補助等服務，同時也特別選擇輪椅可進出之無障礙場地，並考量無障礙廁所之使

用需求。針對上述所提及之支持服務，本研究合計共申請 2名手語翻譯員、2名聽打服務
員、使用遠程交通補助費共 12名以及使用個人助理補助共 8名、邀請 1位未領薪之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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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之分析。資料分析以主題分析法進行（Neuman, 1997）。在焦點團體進行

之前，我們先徵求研究參與者同意錄音，錄音檔案轉化成逐字稿。逐字稿之後

會由研究主持人及研究助理進行逐字閱讀分析、編碼，之後建構相關的主題（潘

淑滿，2003）。

三、關鍵人物深入訪談

顧及本文資料之豐富度，彌補未能參與或沒有舉辦焦點團體者（如東部與

離島區域的政府及擔任身權小組之障礙者），本文也輔以深入訪談方法，邀請

關鍵人物（如政府單位、專家學者、相關障礙團體、障礙者等）進行一對一的

訪問，澄清相關概念及補充相關資料。關鍵人物在本研究定義為與身權小組障

礙者代表如何產出有關之政府、專家及障礙者團體代表。邀請參與的對象包括：

（一）未參與焦點團體之政府代表，尤其是東部及離島之縣市。

（二）未舉辦焦點團體之障礙者團體代表，且以擔任縣市身權小組之障礙

者，如東部與離島地區。

（三）參與臺北市障礙者代表「i-voting」直選新制相關決策之政府人員。

最後受訪之關鍵人物含北部、中部、東部及離島各 1縣市政府代表 4位、

專家 1位、障礙者 4位，共 9名（南部已經辦理焦點團體，故無邀請進行關鍵

人物訪談）。針對關鍵人物訪談之資料蒐集內容主要包含我國不同區域、障別、

性別與文化背景等障礙者政治參與之現況、需求及合宜方式（關鍵人物受訪者

基本資料與訪談大綱見附錄四、五）。

肆、研究發現

以下將分兩部分，分別討論文件分析的制度變遷以及透過焦點團體、關鍵

人物深入訪談資料分析身權會的代表性、多樣性的制度設計與實際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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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級政府身心障礙委員會之制度與變遷

在 CRPD之前，臺灣在 1980年公布的《殘障福利法》，就有提到各級主管

單位得設立「殘障福利委員會」，以促進障礙者的福祉。但當時的福利委員會

仍不須強制設立，也尚未提及具體的保障內容，組成成員也只以專家學者為主。

直到 1997年修正公布《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才有明訂比較完整的組成成員、

具體運作原則，並要求各級主管單位都應設立。現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以下簡稱身權法）第 10條，就提到有關「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

的設立細節。以中央政府為例，衛福部的身權小組：

設置委員二十九人至三十五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衛

生福利部部長兼任，四人為副主任委員，由本部、教育部、

內政部及勞動部副首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本部部長就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身心障礙者或其監護人代表、身心障礙福利

學者或專家、民意代表及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遴聘之；

任期二年，除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代表期滿不受續聘次數之

限制外，其餘代表期滿得續聘一次。但代表機關或團體出任

者，應隨其本職進退。身心障礙者或其監護人代表及民間相

關機構、團體代表，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單一性別

亦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身心障礙者或其監護人代表

及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如為身心障礙者，其單一性別亦

不得少於身心障礙者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6b）

我們檢視各縣市的執行狀況，基本上，各縣市依法由主管機關遴聘障礙者

團體的代表。臺灣將 CRPD內國法後，依據 CRPD施行法成立「行政院身心障

礙者權益推動小組」。而臺北市受 CRPD（請參照《CRPD施行法》第 6條）

以及障礙者本人參與的潮流影響改由直選，並增加障礙者名額，高雄是由障礙

團體互相投票選出。

行政院於 2015年 1月 1日成立第一屆「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

首屆委員除院內編制 10名政府機關代表委員（如行政院政務委員、各部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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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等）外，尚有 7名專家學者與 7名身心障礙團體 /機構之代表（皆非障礙

者），共 24名委員，其任期為兩年一期。並於 2017年 1月 23日成立第二屆「行

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委員編制包含 10名政府機關代表、7名專家

學者（含 1名障礙者；3名專家學者同為第一屆委員）、8名身心障礙團體 /機

構之代表（含 3名肢體障礙者；4名身心障礙團體 /機構之代表同為第一屆委 

員）。④

根據「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以下將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

組簡稱身權小組）與「衛福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兩個推動小組之

設置要點，發現兩者唯主管單位層級不同外，推動小組之任務與名稱幾乎重疊。

針對 CRPD施行法第 6條或回應 CRPD第 33條第 1款協調機制所成立之「行

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兩屆委員名單，及針對身權法第 10條所成立

之「衛福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近三屆名單，比較分析詳見附錄六、

七。行政院身權小組不只委員中障礙者的比例為 0%至 16%，同時除肢體、精

神與視覺障礙者外，其他障別（如聽障、智能障礙、器障等）皆未在內；而專

家學者背景包含物理治療、特殊教育、建築與室內設計、法律、社會福利等領

域；相關團體皆為NGO，機構為服務經營者佔比例高於障礙者（服務使用者）。

衛福部的身權小組最近一次改組，障礙者的人數由兩人增加至四人，比例由

6%增至 12%。

我們進一步整理目前全臺含括中央（行政院與衛生福利部）及地方政府依

據《身權法》第 10條所組成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之資料（詳

見附錄八、九），可發現全臺各身權小組之障礙者本人比例，障礙者本人僅佔

全體委員的 0%至 40%（臺北市改革後第二屆），障礙者多數為僅有 1名（5.9%）

④ 2017年 CRPD國際審查時，前述國家報告指出「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亦為
我國針對 CRPD第 33條之組職，負責 CRPD第 33條之協調與審議工作。但矛盾處，本
小組依據我國 CRPD施行法第 6條成立，但又被詮釋是回應 CRPD第 33條，前者並未述
及障礙者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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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2名（6.1%~15.4%），亦即有部分縣市沒有障礙者本人參與小組（如連江縣），

且障別以肢體障礙者為主（附錄十為各障別人口比例）。同時，如嘉義市及澎

湖縣未公開此資料，同時也拒絕提供此資料。

目前全臺灣各縣市與中央之身權小組（依據《身權法》第 10條成立）。臺

北市於2016年依據其修改的「臺北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作業要點」，

由障礙者直接選出來的委員，含括最多障礙者，且橫跨不同障別，除定點實體

投票外（至臺北市 13處社會福利中心投票），並以創新的 i-voting網路投票來

進行直選，取代過往以長官遴聘 /派或是由團體間互相推舉來運作。

臺北市在2016年新修改「臺北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作業要點」，

臺北市自第二屆小組開始（2016年），其作業要點跳脫《身權法》第 10條對

於委員編制之限制，除主管單位與政府單位含括在委員名單外，尚有以下編制：

（一）身心障礙福利專家學者三人。

（二）身心障礙者代表二人至七人。

（三）身心障礙者之監護人或家庭照顧者代表一人至二人。

（四） 民間相關機構代表一人，由位於本市且經立案許可之
私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互推之。

（五） 民間相關團體代表三人，由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許可設立且從事身心障礙福利或權益保障之社會

福利團體或公益法人互推之。

其中，委員名單並非為「身心障礙者或其監護人代表」，而是區分「身心

障礙者代表」與「身心障礙者之監護人或家庭照顧者代表」，強調身心障礙者

本人的參與，而非由家長或其監護人代言。另外，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在運作

i-voting直選時，除了由身心障礙者主動登記成為候選人（須年滿 20歲）外，

尚安排所有委員候選人有政見發表的機會，並提供線上直播、手語翻譯與線上

文播予有需求的人使用。並於直選過程中，開放為期 8天的投票時間，除了網

路投票的方式，也提供障礙者可在臺北市各區社會福利中心實體投票，以滿足

不同投票需求之障礙者參與公共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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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受訪的決策者 G04指出，此由障礙者直選，其實沒有很貴，臺北市

於第二屆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運作之預算僅於 100萬以內，且未來網

路系統無須再次花費建置，且可與其他縣市共享資源。然而，透過直選的好處

除了可以讓每一位障礙者都能夠有平等參與身權小組的機會，也能夠透過小組

的運作讓障礙者願意去監督目前的委員是否積極做事或未來決定自己投身為候

選人，如受訪者提到：

為什麼要全民直選？是我們相信這樣的體制會讓社會穩定、

會讓社會緩慢、持續的進步、會讓社會不會邁向毀滅。……

當每個障別的人覺得他這次沒有出來投，他後悔了，他覺得

我這個障別來代表我這個表現太弱了、沒有代表性，不認真

不用功……下一次他就會說，我要出來投、我要出來當候選

人，要嘛我會找更多的人出來、來支持一個我覺得對的候選

人，所以這個叫做短空長多，是一個會進步的有機體。（G04）

受訪者 G04也指出，臺北市於第二屆身權小組增加多位的障礙者，會議運

作以及會議時間長短如同過去一樣順利進行。

除了臺北市以全體年滿20歲之障礙者皆有權利擔任候選人及參與投票外，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針對其「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內「身心障礙者或

其監護人代表」及「民間機構團體代表」兩類委員，身心障礙團體或機構，以

會議形式進行投票選舉，並於兩類中各依照：（一）心智障礙類、（二）肢體障

礙類、（三）視聽語障類、（四）其他障礙類，再於「身心障礙者或其監護人代表」

內產生 4名委員作為代表，以及於「民間機構團體代表」產生 4名委員作為代

表。

不同於臺北市，高雄市並未修改其身權小組的組織章程，並非由障礙者本

人直選，其障礙者及監護人也是經由身障團體與機構產生，亦即若未參與團

體者沒有機會成為候選人；另其可說是推選制，而這些團體與機構，前者非

DPO，後者則是經營者；亦即障礙者（服務使用者）參與原則被忽略。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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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 8名高雄市身權小組委員，僅包含 3名委員本身為障礙者。

從以上各級政府身心障礙委員會組成的變遷分析可以看到，整體而言，身

權小組的組成雖然顧慮到「障礙者或其監護人代表及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

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但是，並沒有區分障礙者、監護人代表以及民

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民間服務團體是否代表障礙者？服務提供者跟使用者之

間是否有利益衝突，並沒有被考量。而姑且不論 CRPD第 12條認為監護制度

違反障礙者權利，監護人或家長跟障礙者權利的關係為何？在這樣的比例設置

上並沒有被釐清。整體而言，障礙者本人代表的比例仍然偏低，偏向特定障別。

而受 CRPD與障礙者自我倡導風潮的影響，行政院依 CRPD施行法成立「行政

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納入更多障礙團體代表，但是，該委員會和原

衛福部身權小組重複甚高。對代表的產生方式，障別的代表性缺乏更細緻的規

定。而本研究蒐集資料期間，臺北市已改採用全民直選，高雄市由身心障礙團

體／機構互相推選。臺北市的直選的爭議將在以下討論。

二、誰代表障礙者？多樣性、代表性與參與制度的困境

現行制度下，身權小組的實際運作狀況為何？障礙者團體以及相關領域專

家，關鍵人物又如何反省現行制度的運作與限制？以下將整合關鍵人物訪談與

焦點團體的發現。

（一）障礙者參與比例偏低，聲音不足

四場焦點團體的障礙者都有提到，他們認為現行制度當中，障礙者的代表

性仍然不足，不足的原因是現行法規雖然有提及障礙者可參與，但沒有注意到

障礙者本人與家長、其他機構團體和學者之間的不對等關係，應該要更細膩的

去處理。例如障礙者認為，《身權法》第 10條「身心障礙者或其監護人代表及

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之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應該要把障礙者和監

護人切開，因為如果是「或」的話，障礙者可以被監護人（家長）替代，而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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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團體的障礙者都認為，家長的意見並不能有效的代表障礙者本人，應該要有

更多障礙者的參與，但事實上，現在仍有許多家長代替障礙者發言，在這樣的

狀況下，有障礙者說他們常常「很難違抗我們父母的想法（TP1-4、北部場一）」。

此外，參與的障礙者普遍同意，現行障礙者三分之一的參與比例太少，更

何況，即便參與了，障礙者的存在也常被忽略和形式化，他們的發聲不見得能

受到有關單位的重視。例如有障礙者說，「官方常常質疑我們，身障者如何把

一件事情說得清楚完整（KH1-11、南部場）」。「意思是身心障礙者雖然參與了，

但最後執行沒有按照我們的意思（KH1-9、南部場）」。

因此，如果可以增加障礙者的參與人數，障礙者可以更有能量去為自己的

權益發聲，也落實障礙者實質參與身權小組的代表性。與會的障礙者普遍同意，

障礙者本人參與的比例應該要過半，至少要「二分之一」，才有更多的空間讓

不同類型的障礙者都能夠參與身權小組的運作。但照現行的成員來源比例來

看，障礙者在身權小組當中，要面對其他三分之二的機構團體和專家學者，更

何況他們都不是障礙者，不見得能完全替障礙者代言，或理解障礙者真正的需

求。例如有障礙者質疑，身權小組有機構代表，「我覺得很奇怪（KH1-8、南

部場）」。也有障礙者表示，機構和團體應該要區隔，尤其是要區隔障礙者的

組織和非障礙團體，因為有時候利益是衝突的。其他與會者也表達相同的觀點：

「……團體或機構代表有些時候是利益團體（服務提供者、

經營者），……球員兼裁判……代表應該有障礙者。」（TP2-
8、北部場二）

也有受訪者指出：

「（身權小組）裡面所聘的都是機構的委員，機構經營者你

拿人（指政府）手短，他們每年就是政府補助給他們的。」

（D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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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專家學者的參與，障礙者也認為他們並不是障礙者，不見得能完全代

表，但有障礙者認為，專家學者的參與是重要的，只是在選擇專家學者參與的

時候，應該要優先選比較理解障礙者的專家學者：

「聾人應有代表，來參與的學者專家應該是對聾人文化有研

究者。」（KH1-6、南部場） 
「建議專家學者由各障別推薦各障別熟悉的專家，這些學者

專家同時也要關注障礙人權。」（KH1-8、南部場）
「要有主客之分：主人是我們，專家學者放在最後面，專家

比例不能超過障礙者。」（KH1-10、南部場）

障礙者在討論中認為，最好的形式是由障礙者來指派或推薦專家學者，推

薦的根據是熟悉、理解障礙者和障別文化的需求，確保專家學者的發聲可以真

正幫助到障礙者。同時，有人認為專家學者在參與的時候應注意障礙者才是主

體，不能凌駕在障礙者之上，因此專家學者的參與比例也不宜超過障礙者。整

理上述的討論，這些障礙者認為代表性的改善，應該要朝向調高障礙者的參與

比例，名額不受家長團體和機構的排擠，並且降低非障礙者的參與。如果是必

要參與的非障礙者，應以障礙者為主體考量，且人選能得到障礙者的認可尤佳。

然而，本研究針對四個地方政府進行關鍵人物深度訪談，許多受訪者提

到，目前《身權法》第 10條條文明示由主管機關遴聘或遴派，導致各縣市目

前運作方式多由主管機關（如縣市長或社會局 /處長）勾選身心障礙者團體所

推薦之代表（但其代表不一定為身心障礙者）。受訪者表示縣市中的組織章程

難以變動，行政單位內部曾經考慮參考臺北市第二屆身權委員選舉方式，以

i-voting方式運作，但考量運作方式難以達到公平、公開的方式，最後仍回歸

到長官的決策模式：

今年我們原本有預計參採臺北的 i-voting的部分，可是實際
去了解，我們也會發現看起來是公開，可是事實上團體私下

的運作居多……我們原本有研議想要參採，後來長官的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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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還是比照往年，就是團體跟機構來推薦我們這三類的人

（監護人代表，機構代表跟團體代表），然後我們再給長官

圈選。（G02）

再者，各縣市目前委員人數大多落在 11名至 25名，且委員編列須包含主

管機關、政府單位、專家學者、障礙團體 /機構、身心障礙者與其監護人，導

致實際上身心障礙者之人數難以廣泛納入，也造成不同障別的身心障礙者難以

同時納入同一屆委員。受訪者 G01就表示「（目前我們縣市身權委員有 1名委

員是障礙者）……當然一位的確是不太夠，如果未來我們增加人數，也能夠納

入更多身心障礙者的聲音。」（G01）

簡言之，障礙者本人的比例不足，過去的制度沒有區分服務提供組織與障

礙者組織之間的差異，是相關關鍵人物與障礙團體的共識。然而，如何選出適

當的代表以及身權委員中行政部門、專家學者與障礙者之間的比例則沒有共

識。

（二）誰代表？代表誰？障礙群體的多樣性

儘管障礙者有席次可以參與公共事務，但在有限的名額中，什麼樣的障礙

者可以代表參與，或是名額有沒有考慮到障礙群體障別文化的不同，也是焦點

團體訪問中許多障礙者討論的議題：

「障礙者只能有 3位，按照比例一定都是肢障者多數，應該
要修改章程，讓各障別都有聲音。」（KH1-8、南部場）
「每個障礙別都要有，自己的障別不一定了解其他障別的需

求。」（KH1-2、南部場）

以現行的八大類而言，人數與比例最高的依序為神經、肌肉、骨骼之移動

相關構造及其功能（30.31%），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28.68%），眼、

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15.63），最少的是皮膚與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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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舊制的十六類而言，最高的是肢體障礙者（30.69%），其次為重要

器官失去功能者（12.95%）與多重障礙者（11.23%），人數最少的是因罕見疾

病而致身心功能障礙者（0.15%），植物人（0.27.%）平衡機能障礙者（0.28%）

（詳見附錄十）。

由於在現行的障礙分類當中，肢體障礙的人比例偏高，因此在參與公共事

務上，比較容易看到肢體障礙者代表障礙者參與討論和發聲。但事實上不同障

別之間的生活和文化常有很大的差異，與會的障礙者認為，如果各個障別沒有

保障名額的話，其他障別的障礙者的聲音和需求會被忽略掉。例如肢體障礙者

可能相當清楚自己所屬群體的需求，但對於聾人文化、智能障礙者平時所面臨

的挑戰，或是他們需要的支持是什麼，未必能有等同的理解。另一方面，臺灣

現行制度是把障礙者的損傷分成八大障別，但有許多障礙者對八大障別的分類

是有疑慮的，認為這簡化了同一障別內部的差異性。

「我們（洗腎）被丟在綜合類，……像罕病人少但不能忽略，

都丟在綜合類，很容易影響到少數的權利。……16類比較
好，把罕病分出來，比較不會影響他們的權利。」（TP2-1、
北部場二）

「我們（脊髓損傷者）被歸類在第七類，對我們很傷，會被

稀釋掉，我們可能會選不上，……即便代表都足夠了，監督

小組並不能達到實質的效果。」（TC1-1、中部場）
「聾人，臺灣應該分為北中南三區，各代表一位參加，因為

區域性不一樣，手語不一樣。」（TC1-2、中部場）

像障礙者提到，罕病等人數較少的障礙者，在既有的障別分類裡面會傾向

弱勢，換句話說，只把八個障別分類視作所有障礙者的差異面貌是不夠的，許

多與會障礙者都認為應該要分成 16類才夠。也有聾人指出，聾人文化圈裏面，

不同區域也會有手語和需求的差異，聽損者跟聾人的需求就常常不同。這些都

顯示障礙群體內部在障別和文化上是多樣和異質的，如何讓這些多元需求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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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和發聲的空間，不被忽略，是值得注意的議題。

部分受訪者提到，身心障礙者委員在身權小組會議時，經常會站在自己的

團體立場或是需求而發言，容易失去身權小組委員為全體障礙者的代表性。

「委員身上都會帶有他們原本單位的角色，難免他們在會議

上，會為自己的族群，甚至為了他們自己的協會做一些爭

取……。」（G03）
「（指委員）都是以他自己個人的福利服務跟權益為徵詢目

標，他比較沒有聚焦在公眾事務上，或者是回應身障者的權

益上……。」（G01）

身權小組委員本身為障礙者時，只為自己障別發聲或爭取權益，不難理解，

因為每個障別差異性大。即便同一障別的異質性也很大。本研究舉辦聽障與聾

人的焦點團體時，就觀察到全聾以手語為主的聾人團體跟使用助聽設備，以口

語為主的群體主張差異甚大。因此，不同障別同時參與是重要的，如目前臺北

市身權小組，有個障別代表參與。而障礙者理解彼此的差異與訴求一樣重要。

最後，雖然《身權法》提到小組委員編制名單內，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

之一，其實是含括所有的委員（包括政府、學者專家及團體與機構）為計算，

而非僅針對委員是障礙者的性別比例，也容易造成各縣市的身權小組障礙者委

員大多數（74%）皆為男性，僅有 11位女性（26%；行政院 3位、衛福部 1位、

臺北市 3位、雲林縣 2位、臺南市 1位及花蓮縣 1位）。

（三）遴選還是直選的兩難

身權小組的參與成員該如何產生？現行身權小組的遴選機制有哪些問題？

許多參與焦點團體的障礙者表示偏好直選，也有人指出可以採折衷方案，先由

障礙者自己選出或推薦幾名代表，政府再從現有的名單圈選，以確保政府的選

擇比較符合障礙者的期待。基本上，他們普遍都不贊成完全交由政府主管單位

來遴選，像是有人認為因為政府往往只會遴選關係好、比較聽話的團體參與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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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小組，而排除了異議團體的參與。因此，與會者 TP2-8認為要讓反對政府的

聲音和障礙者微弱的聲音能夠參與和有效傳達上去，是很重要的事情：

「障礙者很辛苦，更何況還要成為代表，……如何把更嚴重

的障礙者帶入委員會，挑戰的是政府，他（政府）擺明，越

省事越方便，都是選擇最方便。第一個是挑戰政府，要如何

讓最微弱的聲音變成最大的聲音。第二個要挑戰的是，反對

政府的人（指做倡議工作者）。至於如何產生代表，代表不

見得可以把聲音表達，……政府要有決心拿出資源，讓這樣

的聲音產生。遴聘是最大的問題，選舉就是競爭，民主不見

得可以把最微弱的聲音表達。」（TP2-8、北部場二）
「遴選也有問題，有團體說政府喜歡找自己喜歡的團體，很

多縣市政府會找家長團體，家長團體並不能代表聽障團體，

聽障的家長團體很重視口語，對手語是不在意的。……這違

反CRPD，教育部內規說，委員要給聽障家長團體保障名額，
並沒有給身障者保障名額。」（TP2-6、北部場二）

TP2-6具體指出政府的遴選有偏好家長團體的現象，愈多家長團體參與，

就代表愈少障礙者能夠在裡面為自己發聲。跟遴選的被動性相比，與會者

TP2-9認為「直選」是讓障礙者可以自己去投票，選擇想要的代表，直接彰顯

民主和代表性的意涵。但他也連帶強調大家都可以投票和選擇多元障別的前提：

「障礙者直選非常重要，每個障礙者內在差異非常大，……

由障礙類別選出各自的代表，可以彰顯代表性，……這個過

程可以讓障礙者收到信件，……讓障礙者自己去直選，前提

是我們要讓每個障礙者要投票。」（TP2-9、北部場二）

如上述提及，很多與會者不傾向支持「純遴選」的原因是，政府主管單位

可能會只憑自己的印象或喜惡去遴選障礙者代表。另有與會者提及，由政府遴

選出來的團體代表雖然會出席，但是參與的人未必是有能力為障礙者權益把關

的人，而是「人際關係」比較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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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縣現況是透過團體推薦，再由政府去做遴選，

有個問題，××的團體都在山線，海線的障礙者會缺乏個人

參與。……第一個是出席率，不要選不出席的人，團體代表

是很不錯的方式，但缺陷是，裡面選出來的人不是有能力的

人，而是人際關係最好的人，這會導致他會聽從縣府的意見

去做被動的決定，不是幫我們做決定。」（TC1-3、中部場）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這名與會者也提到團體代表的參與，不見得都能涵蓋

所有的聲音。現行制度仍有許多是透過遴選機制產生的團體代表，團體代表的

參與固然有其意義，有障礙者認為，可以讓個人直選和團體推薦並存，讓有能

力但沒有參與團體的障礙者，也有機會可以透過直選參與身權小組：

「代表性的看法，委員應該要保障個人身分，沒有承接政府

的團體，也要有保障名額，留給大家個別報名。」（TP2-5、

北部場二）

「遴選制度我認為應該開放部分直選和部分推薦，有些人其

實是很有能力，但沒有參加團體，我們不能剝奪他們參加的

權利，……能被推薦應該是不差，由團體推薦的，就不要參

加競選投票了，如果本身沒有被團體推薦，他覺得有能力，

就可以參加競選，其中的比例可以再討論。」（TC1-1、中部

場）

與會障礙者 TP1-6具有學生身分，他提到過去參與學校障礙委員會的經驗

是，學校在遴選的時候會審核名單，有認為不妥的就會排除，他認為這是不合

理的事情。他認為制度應該要改成第一階段先由障礙學生直接直選，選出幾名

代表之後，再把這些名單交給校方圈選，這樣校方不管最後怎麼選擇，都會是

障礙者比較期待的人選：

「××部長把名單列出來欽點，關注××議題的（障礙者），

不一定會選上。……我贊成改成選舉制，……還是會以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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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障礙類別為主，……障礙團體受限於自己障礙的生活圈，

公正性還是有點問題，……我覺得可以選舉，可是要找更公

開的方式去選舉。……由障礙學生直接選出六名學生代表，

再由校長圈選（成為學校障礙委員會），之前特教中心和督

導會先審核，長官覺得你不妥，就被拿掉了，長官審核是不

合理的，要不然是公平的。」（TP1-6、北部場一）

但他也提及，選舉的方式應該要思考更公開的方式，且選舉主要還是以票

選自己的障礙類別為主，這呼應上述提到障礙群體內部的異質性，生活圈之外，

其他障別的需求和聲音未必是所有障礙者都知道的。綜觀關於遴選的討論，障

礙者普遍認為現行的遴選機制有反思和修正的空間，最主要的是不要「欽點」，

而是期望參與身權小組的代表，都能得到最多障礙者的認可。

從不同地區焦點團體的討論中，也發現與會者的討論議題會因地方有些微

不同。例如臺北市的與會者，因為新制度的變革，他們的討論多探討新制度的

優點和缺點，他們認為臺北市新制度的優點是直選而非遴選，智障者也可以進

來為自己發聲，而不再由家長代為發言。而缺點的部分，除了上述有提到的應

擴大障別改為 16類之外，與會者也討論到選舉過程所出現的狀況和疑慮：

「缺點是口袋名單比較會拉票就會有，有實力的不一定選得

上……遴選制，不了解身障，只是為了當委員。用選的會好

一點，可是選舉不是很公平。人家拜託他，就選他，不想做

又不行。」（TP1-8、北部場一）

直選面臨的問題是，有與會者指出有人會「拉票」，比較會拉票的人容易

當選，而不是真的如他所期望的，讓真正會關注權益、有實力的人進去。雖然

他認為選舉比遴選好，但選舉卻會出現這種不公平的現象。另一位曾任身權委

員的與會者也說道，上次線上投票的現象令他不解又不滿：「線上投票出現一

個問題……最後三天灌票……如果電腦投票，你要設定 IP，不然就可以做票

（TP1-1、北部場一）」。他直指線上投票有灌票的問題，如果沒有設定 IP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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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透過同一台電腦，幫很多人登入投票，這也呼應上述的「拉票」現象，造

成容易當選的人是因為擁有較多的人際網絡資源，而不是他們所期待的選賢舉

能。此外，雖然這次臺北市採用 i-voting讓障礙者可以線上投票，也有設置實

體的投票站，但有與會者表示聽障的投票率極低，他認為其中一個原因是沒有

提供手語的表示，讓很多聽障者不知道有這些投票的訊息：

「臺北市聽障大概有一千人，但參選的人只有 63票，我對
這個很有疑問。第二個宣布要透過 i-voting，並沒有手語的
表示，大部分聽障朋友根本不知道有這樣的投票，政府沒有

解釋清楚。」（TP2-6、北部場二）
「我還是傾向直選，重點是要讓大家了解到選舉，選票沒有

超過一定的比例，要多鼓勵身心障礙者投票。」（TP2-6、北
部場二）

這些狀況顯示政府在宣傳管道應更細膩地去觸及不同障別群體，也顯示線

上投票仍有技術問題和手段上的侷限，值得被討論和修正。例如有與會者認為，

政府應該要顧慮心智障礙者及聽障者的獨特需求，在手機、i-voting之外，也

應該要提供易讀版。另一方面，有障礙者認為機制的問題都可以去設計改善，

最主要還是應該要回歸到參與資格的討論：

「目前城鄉距離環境的差異，透過電腦是最快的，預防機制

回到鄉公所社會課去設計……機制是可以設計的，候選人的

資格的限定，……他甚麼都不知道要來幫你說話？這會造成

很多的問題。」（TP1-1、北部場一）

前述的遴選討論中，多數不同地區的障礙者都偏好直選、並且陳述政府單

方面遴選所造成的偏好和排擠的現象，而臺北市是目前全國先行直選的縣市，

有說明會和網路票選等新興的制度程序。儘管臺北市的與會障礙者都普遍肯定

直選的模式，但直選和網路也衍生新的局限和問題，如 i-voting的投票率，為

了使障礙者投票方便，相對寬鬆的投票監督機制都是值得進一步檢視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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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場次的焦點團體有專家學者與立委助理參與。針對代表性議題，學者

普遍贊成不應該由政府直接遴選，在民主社會下，認為障礙者論及代表性，應

該由障礙者內部處理，政府不應干預。而直選也有選舉的問題，包括技術性的

問題，以及實質效能問題。除直選與遴選外，有學者（TPS1-1、北部場一）提

出中間模式，亦即，由障礙者提出推薦名單，政府從此推薦名單遴選，但不能

超越障礙者的推薦名單。另有學者（TCS1-1、中部場）指出，所謂代表性，並

非指誰是被推「代表」的代表性，更重要的是議題如何產生，以及議題如何在

會議中被處理。也有與會學者指出，目前我國無論是身權法或公約的身權小組，

限於體制及操作問題，其實功能難以彰顯，建議另設身權專門委員會。

（四）身權小組的定位與運作

針對身權小組的制度和實際運作狀況，與會的障礙者也提出了幾個問題和

建議，例如會議的過程和紀錄應該要更公開透明，提供會議直播、會議紀錄的

逐字稿在網路上，以便身權小組可以更受外界的檢視和監督。而選上之後，應

該要有委員的職前訓練，幫助參與身權小組的代表更加瞭解應盡的本份，去熟

悉和學習各種障別的議題。此外，也有與會者建議可以增加罷免的制度，落實

檢視和監督的效果。

「對身障的公共政策或議題你了解多少啊？來簽名就走了，

坐著也不講話，被選出得委員一樣……不論中央或地方的委

員，要對自己障礙議題熟悉……當選的委員，進來前要有職

前訓練，要跨障別學習。」（TP1-1、北部場一）
「我希望擴大……第六：一任兩年不夠，要三年。第七：知

能部分，有某種程度的工作經驗，不然選出來八個、十個都

不行。」（TP1-1、北部場一）

TP1-1指出現行的身權小組會議，常常流於形式，有些參與者來了只簽名，

對障礙者的權益議題不一定有相當程度的瞭解和關注。要避免會議流於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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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認為比較好的處理方式是幫助當選委員的訓練，提升參與的委員對各個障

別政策議題的敏感度，「要給他們教育訓練，請政府負責（TP2-6、北部場二）」。

TP1-1也建議設立參與的能力門檻，要有一定的工作經驗，才能確保他們能積

極發揮委員的職責，並且將任期增加為一任三期，才有充足的時間好好做事。

身權小組開會時，還有更細緻的議題設定與權利關係的問題，一位曾參與

開會的受訪者指出：

「有一次我參加（身權小組），現場所有的委員都是一級主

管，民間代表不多，我只發言說：『在座的所有委員要站在

身權法的立場發言，千萬不要站在你個人目的事業主管的維

護上講話』，然後我就被 cancel掉了。」（D03）

換言之，即便障礙者進入身權小組，如何設定議題與其他行政官員與專家

學者平等對話，也是必須注意的狀況。

本身也是障礙者且目前也是身權小組委員之受訪者 D01指出，身權小組一

年只開兩次會，一任下來只有四次會議，而前兩次可以說是摸索階段，等到熟

悉時，已經任期屆滿。TP1-3覺得身權小組開會的頻率較低，建議可以在正式

會議之外，也有不定期的延伸討論：

「不同障別有不同障別的情形……四個月一次（開會）太

久……要有議題會外的討論、延伸小組來開。」（TP1-3、北
部場一）

最後，則是要有公開的監督機制，透明公開身權小組會議的紀錄逐字稿，

接受公民的檢視。如果有不符合期待的委員，可以有罷免的制度，讓身權小組

可以更加積極和有效地運作：

「第一個是我們把各個會議的逐字稿，公開出來。資訊要放

在網路上讓大家知道，想參加的人可以透過網絡了解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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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我們要有罷免制度。我有兩個結論，一：至少要有一

個名額是留給沒有承接政府方案的團體或是個人，二：會議

開放參與、公開以凸顯哪些是好的代表。」（TP2-5、北部場
二）

總而言之，關於現行的身權小組，與會障礙者的期許包含：參與的委員可

以擁有障礙權益意識，這需要政府的幫助，或是設立參與者的資格門檻來把關。

另外，要公開透明會議過程，並建立監督的管道，讓身權小組的運行可以更加

有效和積極。

伍、討論與結論

 「誰代表障礙者？」是過去政治參與的相關文獻常被忽略的問題。除了

選舉制度忽略障礙者身心差異容易造成排除之外，在公民團體的參與及公共事

務的參與上，障礙者作為一種社會群體容易被忽略。CRPD以及國際障礙者倡

議的論述「沒有我們的參與，不要替我們做決定」提供我們一個重新檢視當前

臺灣障礙者政治參與公共生活的機會。本研究首先檢視障礙者相關委員會的選

舉方式以及代表人的身份，我們看到，臺灣雖然依法在中央與地方都有設置身

心障礙相關的小組或委員會。但是，障礙者的代表偏少，多以肢體障礙為主，

其他障別比例很低或是根本沒有。這跟臺灣過去沒有區分障礙者團體、障礙權

利倡導的公民團體以及障礙服務提供團體有關。

受 CRPD的影響，近年來以障礙者本人組成的團體的重要性開始被看見。

障礙者本人跟家長團體、公民團體以及服務提供團體當然可以合作，但是在有

些角色與議題是可能有利益衝突的。提供服務的機構經營者跟使用服務的障礙

者就有明顯的角色衝突。雖然這些委員會多是諮詢的性質，並非「障礙者的議

會」，但是，增加障礙者代表團體的比例以及障礙的多元代表應該是可以努力

的方向。同時，可以考慮委員會投票時，設計讓障礙者代表的票值高於與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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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和專家的可行性。而更進一步必須要考慮的可能是，不同障別的人數差異

很大，不同的分類方式其實也會影響如何選擇障礙者的代表。如何兼顧障礙別

的人數差異與代表的多樣性是值得進一步深化的議題，可以透過和障礙團體溝

通，在兼顧人數、代表性與障礙異質性的可行方案。

再者，CRPD雖然反對監護制度，在政治參與上卻包括家長代表的參與。

實務上，已經有許多心智障礙與精神障礙的自我倡導團體。然而，真正的代

表必須要能反應障礙者群體的聲音，且在會議中有效溝通與倡導。只把障礙

者納入，卻沒有無障礙 /可及性的發聲機會與對話並不是有效的代表。如澳洲

Frawley和 Bigby（2011）的建議，針對智能障礙者參與的會議進行方式的結構

性調整是必要的，唯有在改善資訊與溝通的無障礙 /可及性，不同身心功能的

人的參與才有實質意義。本次焦點團體邀請了心智障礙者參與，但是在提供易

讀資訊，以及開會方式與時間的限制下，心智障礙者實質發言加入討論的機會

相當有限。我們還是必須思考，如果要納入需要極高度的支持、不容易為自己

發聲的心智障礙者或是社會心理障礙者如何有效參與？如果由家長代表，需要

注意哪些潛在的利益衝突，值得深入討論。臺北市雖然開始嘗試直選，並納入

更多不同障別者參與。但是 i-voting的直選方式的實質效果在選舉的公平性、

代表性，委員會的發言與參與的效果為何？城鄉差距、數位落差，以及非都會

障礙人口區的狀況要如何納入考量，都有待進一步深入分析。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是障礙者長期被排除在各種層面的參與的宣稱。

但是，公共議題不可能單方面地只由障礙者決定。在挑戰被決定的壓迫經驗之

外，Shakespeare（2006）就認為障礙者組織的參與與發聲固然重要，所有的公

共議題都有公共性，所有的公共政策不應排除障礙者，也不應該排除「非障礙

者」。因此，障礙者代表在維持參與發聲時如何和相關的專業團體、國家體制

互動、協商、溝通，將成為重要的障礙政治議題。

代議政治本來就有「描述性」和「實質性」代表的討論（楊婉瑩，2001; 

Banducci, Donovan, and Karp, 2004；黃奕維，2016）。前者強調身份的同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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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強調實際為民喉舌，實際反應選民需要。身權委員會的組成雖然不是政治

體制上的代議制度，但是，在臺灣身心障礙權利發展的脈絡下，身權會可以說

是障礙者聲音和政策對話的重要管道。以本研究耙梳的組成變遷，臺灣過去顯

然強調「實質性」，透過專家、相關民間團體來「代言」為主。然而，如本研

究的討論，障礙者的多樣性，障礙者作為服務使用者跟服務提供單位的潛在利

益衝突關係，在過去委員會的組成時並沒有被看到。因此，增加描述性，具障

礙身份的代表進入各級委員會是增加委員會多樣性與代表性的方式，也能回應

CRPD對障礙者本人的政治參與的精神。

障礙者是否必然有障礙者權利意識？如何定義障礙者權利意識也曾引起爭

議（Drake, 1997; Branfield, 1999; Crowther, 2007; Beauchamp-Pryor, 2011）。 從

障礙團體代表的焦點團體我們也發現，障礙者個人的自身經驗當然重要。沒有

一個障礙者的身心損傷是完全一樣的，障礙者本人也有多重身份。因此，作為

群體的代表，如何能有效地代表群體發言，理解並統整不同障別的差異與需求

也是必須加強的地方。整體而言，臺灣的 DPO倡議團體並不多，且有顯著的

南北差異。唯有直接投入資源協助強化 DPO的組織與發展才能避免障礙者代

表只用個人經驗，無法連結、整體障礙政策的疑慮。再者，什麼是障礙者權利？

和整體社會政策與國家發展的關係為何？障礙者組織的運作與連結方式對障礙

者的參與的影響為何？有賴進一步深化障礙研究與 CRPD人權概念的意識提

升。

林聰吉（2017:511）強調 CRPD的政治參與條文的核心是障礙者參與公共

事務的權利，除了制度上應該納入障礙者的聲音，排除障礙者參與公民團體的

障礙，鼓勵更多障礙者參與障礙者團體以及各種人民團體才能讓障礙者的不同

聲音被社會看見。

CRPD在政治參與上強調障礙者本人參與公共事務的重要性。臺灣的各級

政府的身權委員會固然提供了一個障礙者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然而，如本

研究的分析，整體而言，障礙者本人代表的比例很低。即便受 CRPD影響，

中央與北高試圖增加障礙者的代表。然而，如何甄選？如何考慮障礙別的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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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以及不同障別的人數是值得進一步討論的議題。除了障礙身份肯認納入

公共事務參與的範疇之外，不同身份別在公共議題討論時的權力關係，是否

能平等、有效地參與及溝通是障礙者的政治參與不能迴避的問題（Danermark 

and Gellerstedt, 2004; Guldvik and Lesjø, 2014; Humphrey, 1999; Kimberlin, 2009; 

Knight, 2015）。本研究的焦點團體與深入訪談也看到，不同障別、不同障礙「程

度」的障礙者、要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有不同的結構限制與個別需求。每個人

都是特別的，當我們把障礙身份納入肯認政治時，如何兼顧身心障礙身份的獨

特性與異質性，同時邁向符合公平正義的公共事務參與機制是值得進一步深化

政治參與理論的契機。雖然，各級政府的身障委員會的功能跟代議政治不一樣，

在障礙者不容易在一般選舉制度獲得代表現況下，身障委員會的障礙者，對障

礙者的政治參與有重要的意義。根據本研究的討論，我們認為：

一、各級政府組織的障礙相關委員會應該增加障礙者本人的代表，以促進

障礙者針對公共事務的參與機會。

二、障礙者代表應該透過一定的民主機制產生，不論是障礙者組織互相推

選，或是直選。不應該由主管單位直接遴選。選舉過程應該制度化，遵守民主

政治運作的基本規則以及過程中的無障礙 /可及性，以確保障礙委員的代表性。

三、身障委員會的運作必須確保在組織結構與運作過程中的無障礙與可及

性，以保障身心差異的障礙者代表能實質地參與會議的討論並發聲。

臺灣已經將CRPD內國法化，CRPD第 33條，第 3款明確指出「公民社會，

特別是身心障礙者及其代表組織，應涉入並充分參與監測程序」。各國雖然有

類似的委員會，卻很少對相關委員會的運作，以及障礙者選舉機制進行討論。

如果臺灣能透過改革各級身障委員會的遴選與運作機制，並落實在 CRPD的監

測以促進障礙者更多參與公共政策的機會，則可以在國際上作為促進障礙者政

治參與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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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Represents “Disabled People”? 
An Analysis of the Governmental Disability 
Committe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Disabled People in Taiwan

Heng-hao Chang, Yueh-ching Chou, Chun-hsien Chen, and Chong-an Chen

Abstract

Participation in the public sector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disabled people’s 
political right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mposition and practices of governmental 
disability-related advisory committees in Taiwan’s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We used documentary analysis, focus group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in our 
research, finding that the percentage of disabled people in governmental disability-
related advisory committees is very low; usually there are only one or two disabled 
committee members, in most instances with physical disabilities. Furthermore, 
there are no transparent criteria for the selection of disabled committee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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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ibility and support are also rarely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ese committees. In 
Taipei’s new direct election system, the Taipei city government has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disabled committee members and broadened coverage of different types 
of disabilities. However, many disabled persons still question the practices of direct 
election. Finally,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o further promote the civic participation 
of disabled persons in public policy, the government should increase the number 
of disabled people in governmental disability-related advisory committees, ensure 
a democratic selection mechanism, empower disabled people’s organizations, and 
provide accessibility and support for the participation of disabled people in public 
policies. A democratic, diverse, and accessible governmental committee will further 
support and protect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Keywords: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political par-
ticipation, accessibility, disabled people’s organization, political and 
public life.


